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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平凡的世界》全书涉及到有名有姓的男性82个，具体展开描写的有68人了。笔者从中选取了形象较为典型、有研究价值的部分男性，根据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立场和观点，分门别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分析研究来了解、认识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思想艺术上的得失，从而准确把握评价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水准。

主题词：男性形象　浅析

《平凡的世界》男性形象浅析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是作家路遥建立在一种“无榜样”意识之上，历时近六年之久精心酿造的一部精神大餐，它饱含着作者青春的激情、痛苦以及辛勤的汗水，也倾注路遥对生活对劳动者从未淡漠的热爱与深情。作者以城乡交叉地带作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以他对生活深刻地洞察、透彻地理解以及生活的真情实感塑造了一批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爱情、事业、挫折、追求、喜怒哀乐，绘成了一部普通劳动者热爱生活、创造新生活的壮丽诗篇，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人心醉神迷。同时，这些纷纭众多的人物形象，无论男女老少丑俊穷富端正方直抑或这样那样的精神痼弊，都曲折或直接闪现出其个性光彩和丰富的社会内涵，深刻展示出普通劳动者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交汇成一部中国城乡社会改革发展简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思想艺术水准。

　　《平凡的世界》涉及1975年到1985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人物头绪十分庞杂，社会生活场景十分广阔。从省委书记乔伯年到一县之长周文龙再到一村之主田福堂，从老作家黑白到新生代诗人古风玲再到乡土艺术家“链子嘴”田五，从精明人金俊武到“世事要变了”挂在嘴上的傻子田二，从大学生到煤矿工人再到游手好闲的逛鬼王满银，工农兵学商无所不及；学校、机关、乡村城镇、工矿企业、集贸市场乃至建筑工地，无所不包，蔚成黄土高原上立体多样的人物网链和平凡至及的人生世界。而男性形象在小说中具有突出地位，占了大量篇幅，其中有名有姓82人，具体展开描写68人。按照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立场和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开拓型，如田福军、孙少平、孙少安等；二是跋涉型，如孙玉厚、田福堂、冯世宽等；三是滞后型，如孙玉亭、张有智、王满银等。下面就此对作品中男性形象作一浅要分析。

开拓型－－社会进程的原动力

　　这一人物总体特点是思想解放、勇于开拓，始终挺立时代潮头。他们中上有知人善任、雷厉风行的省委书记乔伯年（上任伊始即带领政府部门官员挤公交车体验民情），下有虽然年轻但有头脑，工作敢碰硬的县市领导白明川，而田福军、孙少平、少安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田福军是作者倾心塑造的一个党和人民群众期盼的开拓进取型领导干部。这位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思想解放，目光敏锐，作风稳健，热爱群众，工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任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期间，他坚持与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的一把手冯世宽进行斗争，尽力执行以抓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务实路线。当他和另一位副主任张有智横检查柳岔公社农田基建大会战时，敏锐发现了农民对公社干部过激行为及“左”倾政策的不满，当场纠正了周文龙“武上”错误做法，释放了劳教对象。“四人帮”垮台初期，他走访农村调研民情，当发现后子头公社战备粮高垒，而社员一个个断粮绝炊连吃糠咽菜也难以保证时，敢冒挪用之名断然分粮给社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计个人荣辱、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高风亮节。对于双水村自发性改革尝试－－签定土地承包作业合同，他建议冯世宽不要急于扣“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指出应先由县社队调查清楚再做定论，并由此一针见血指出现行政策制度的危害，映射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和深刻的洞察力。

　　他刚正不阿、实事求是，工作经验丰富。在迎接高老举办的“农村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问题上，他坚决反对地县一把手弄虚作假的做法。转任地委领导后，他锐意进取，大刀阔斧搞改革。在农业方面率先倡导推行生产责任制，能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针对责任制后县社干部似乎无事可干、懒洋洋的习气，他采取“丰产法”让基层干部和农技人员投入进去，并大力推广“四法”种田，实现粮食增产，接着又集中精力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民增收。在工业方面，他立足地区资源优势，向上级要政策要资金争取项目，上炼油厂，建煤矿，扩大生产规模。调任省会城市一把手，面对黑龙河农场职工与当地农民聚众闹事、冲击市委大院，他态度沉稳果敢，先安排这些人住宿、放映录像稳住他们，随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表现出极强的应变能力和解决突发事件能力。

　　在干部任用上，一方面，他以工作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前嫌，放手使用过去“对着干”的冯世宽、周文龙等人，并积极帮助他们进步。另一方面，却碍于情面，对曾经志同道合后来工作应付敷衍、不思进取的老朋友张有智不能及时指出问题，不自觉的迁就姑息张，反映出用人上的失察之处。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同时将笔锋触伸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以此来多层面反映性格特征及精神风貌。如老岳父过生日时亲自下厨，动不动就泥手泥脚的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以至被秘书认为太随和了，象个公社干部。尤其是当孙少安为姐夫王满银劳教一事求助田主任时，作者通过一连串动词和细节描写来托现田福军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之处：热情与少安握手，继而倒了一杯水，又递上一根烟，并亲自把打火机打着，伸到少安面前。

　　孙少平是一个自立自主意识很强，在新生活的征途上积极开拓前进的知识青年形象，一个不屈奋斗着的典型。他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精力饱满，有头脑、有毅力。尽管新生活的路上布满了荆棘坎坷，尽管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永往直前。在这个人物身上，既有父辈勤劳质朴、正直善良、坚韧顽强、顾全大局的家庭责任意识和传统美德，又有时代青年勇于探索新生活、创造新明天，敢于超越旧世界旧生活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新的生活处世观，而后者显然居于性格主导地位。

　　孙少平的思想性格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中求学到毕业回家任教、当农民是其思想性格、生活观的初步形成期，黄原揽工是其发展、初步成熟期，铜城煤矿当工人是其继续发展、完全成熟期。当吃着非洲高粱面馍、穿着自家织出的土布衣服的孙少平最初呈现在读者面前，此时的孙少平是一个敏感自尊、思想尚不成熟的青年：每天最后一个取饭，并对家境好的同学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尤其是曾经同病相怜的郝红梅移情他人时，令他万分痛苦甚至绝望。但到高中毕业时，他的思想性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他大大方方去取黑馒头，不计前嫌、冒着生命之险于洪水中救起跛女子侯玉英，豁达大度处理郝红梅偷手帕事件。从不成熟到成熟，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主要基于三点原因：一是特殊年代里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使他养成了看书习惯，有机会四处游转，开阔了视野；二是挨打的“情敌”顾养民不怨恨、不报复令其思想上开始震荡、反思，学会了宽容；三是参加校文艺队结识田晓霞，使他既能经常看到一些史学经典、时事评论，又可以互相交流提高，从而增加了自信和自我审视能力。回村以后，他一面继续与田晓霞保持密切联系，竭力挣脱农民出身阶级局限性，一面自学地把自己定位在“孙玉厚二小子”的坐标上，按世俗观点有分寸表现自己，表现出既想脱俗又不愿卓尔不群的处世观。然而，孙少平是一个有文化善于思考的人，不愿在父兄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平静生活，他的内心始终升腾着远行的梦。在经过剧烈的思想冲突后，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踏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活之路。

　　如果说孙少平黄原揽工前的思想性格形成主要来自于读书看报、思想交流等间接生活感触的话，那么黄原揽工时生活教科书的直接教诲，则促使了其思想性格和发展成熟。“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这是孙少平经过牛马般苦力劳作后的切肤体验。严酷、沉重的揽工生活锤打了孙少平健康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田晓霞给予的精神鼓励和情感依托促使他更加自立自强、不屈不挠，他开始独立地生活、思考，并适应环境、适应社会。铜　城煤矿是孙少平思想性格继续发展和成熟期。他毫不畏惧严酷的井下生活，因为他已经有了吃苦受罪的经历，况且已真正意义跨出了农门，更关键的是从此将登上了一个全新的生活舞台。他一方面坚持出满勤、干满点，为自己买书报杂志，给家里给妹妹寄钱，重温数理化，准备报考技校学习深造，以期提高工作技能，为落后　的矿业出力。另一方面，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孙少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田晓霞的恋爱关系，经受着理性与情感、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冲突。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一进入惠英嫂的院落就感到煤矿工人的家庭也许就这个样子，一躺进蚊帐中又完全沉浸在他和田晓霞未来生活憧憬之中”。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孙少平身上又少了些青春的激情和浪漫蒂克的东西，多了份冷静、成熟和对生活复杂的体验。田晓霞牺牲的噩耗袭来时，在经历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与长时间心灵激荡、碰撞、摩合后，他逐渐摆脱了沉重的精神创伤，又重新振作起来，用智慧和实干当好班长，认真而理智地对待金秀的爱情表白，更加稳健自信地把握人生之舟，按照自己运行轨迹破浪前进。

　　与其弟一样，既因袭着父辈勤劳坚韧、忍辱负重　的传统美德，又不安于现状，渴望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孙少安，则是一个有头脑、有胆略、精明能干、勇于开拓的新一代农民形象，一个贫困山区创业者的典型。这位“一身男子气，小小年纪就能独挡一面”的男主人公一走进读者面前，就遇见了姐夫王满银贩老鼠药被劳教的难缠事，尽管他内心充满了焦躁与不安，但仍很自尊的在二队长金俊武面前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而且在全家人面前一幅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的神态。少年求学的艰难困苦以及家境的极端贫困，使他早早就懂事明理，对上孝敬老人，对下关爱弟妹，十三岁小学毕业就随父务农挑起家庭重担。他决不抱怨命运，不为回家当农民而懊悔，因为“牺牲一人而全力支撑穷家”是他多年一贯信念，并已成了他的生活哲学，映射出博大宽广的胸怀和对家庭成员相濡以沫的浓厚情怀。长期局限于双水村这个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经常接触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使他不可能象孙少平一样一个揽工小子可以和一个地委书记千金小姐省报记者相知相恋，不可能完全挣脱旧思想旧观念的束缚和羁绊，因此对于县城小学公办教师田润叶的爱情表白退避三舍，表现出过于现实的婚恋观。

　　穷则思变，善良正直是孙少安一大性格特点。这个没有纯粹老农民意识的青年人，能清醒认识到社员一年辛勤劳作到头仍然吃不饱穿不暧皆来源于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匀把造成的。因此，当地县倡导生产责任制时，他带头响应，并把责任落实到组到人，抢先尝到了改革甜头。随后又眼明手快贷款买骡子拉砖头挣包工活钱，率先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接着又改建砖窑，逐步扩大生产办砖厂，成为名震一方的农民企业家。创业过程中，虽然历尽艰险，但他始终不失扶危济困的善良本色，尽可能接纳乡亲们做工，帮助他们解决买化肥、种子钱。尤其在砖场倒闭后，及时借钱支付村里人的工钱，表现出这一刚强人“窑跨人不跨”重义守信的美德。东山再起后又不计前嫌，再次接纳那些曾经在自己落难时嘲弄、逼迫自己开工钱的村民来做工。

　　孙少安这个敢闯敢干，能吃苦耐劳的新一代农民，由于自身所处环境和思想意识及思维方式的局限，其人物形象表现出多姿多彩的复杂性。原西县“四干”会后夸富活动，一方面让这位假冒尖户心虚得直叫苦，感觉是一种“精神折磨”；另一方面，内心又升腾起了披红戴花、人前显贵的光荣感。一方面精明强干，很有战略眼光，如因不懂技术砖头厂倒闭后，宁可扛贷款背利息也不卖机器，懂得“将来能不能翻身，还得指靠它”；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糊涂犯浑的弱点，仅凭一面之辞就盲目将卖瓦盆的河南人聘为烧砖师傅，导致砖厂倒闭达一年之久，而且天真地与胡永合合作拍电视来换个虚名。分析其拍电视的行为动机无非有两条：一是初步发达起来后周围人的红眼病使他象传统土财主一样不愿露富，二是长期艰难困苦环境中低微身份所滋生的出人头地心理驱使，充分暴露出孙少安在支配财富问题上的局恨性。总之，正是他思想性格和心灵深处的复杂性，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艺术典型。

跋涉型－－顺应时代浪潮波浪式向前

    这一类型男性形象总的特点是对社会人生有着比较明确的态度和比较积极的观点，尽管在时代浪潮中左右颠簸、跌跌撞撞，但总体趋向随着社会主潮一起向前。属于这一类型的人物众多，既有老作家黑白，又有先结婚后恋爱的诗人贾冰，既有热情耿直的金俊海父子，又有粗犷豪爽的矿工班长王世才，而孙玉厚、田福堂、冯世宽等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孙玉厚是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个老一辈农民的典型代表，他勤劳正直，坚韧博大。他自幼丧父，早早感受了生活的艰辛与酸痛，含辛茹苦供养母亲，将弟弟拉扯成人。为了给弟弟成亲，他背了多年还不完的债；当弟媳提出分家时，他又让出了祖居的窑洞，自己携母牵子借居他家。刚有了一孔自己的窑洞，大儿子的婚事又成了他的奋斗目标，他象一头老黄牛始终不知疲倦地辛勤耕耘着。我们从他对命运的屈从、对子女妻弟的忠诚、为人的正直，可以看出他具有黄土地一般的沉重、忍耐、博大与宽厚。这位曾经吆牲灵翻山越岭到山西驮过瓷器的农民，见过一定的世面，因此思想并不十分保守，甚至有时还表现出难得的豁达大度来。如他在二小子离家闯荡、与大小子少安分家的问题上即充分印证了他的不凡见解。然而，孙玉厚毕竟跟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又长期经受着家庭的贫困，过惯了艰难日子，因此对苦难的感觉已无不适的反应甚至已经麻木，故而生活发展到不再为吃穿犯愁时，他已经相当满足了。他对生活有所求但又无奢求，对少安砖厂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惧怕和担忧，“孙家祖坟进了穷鬼，因此命运是不可更改的”的宿命论观点一直主宰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当少安砖厂垮台后，他自然怀疑可能是因为儿子本命年没有系红腰带辟邪才引起的灾祸，表现出求稳怕乱、迷信落后的小农思想意识。

　　田福堂是长期以来中国畸形发达政治行为的产物。这位大字不识一斗、村级政权的长期负责人，处世圆滑，老谋深算。他在偷水事件中把握村民心理的果断和冒险精神，在处理俊斌丧事中顺应传统人情终于使自己从被动变主动，在处理捉奸事件中的以逸待劳、不露声色，一步步把自己的政敌逼向被动的韬略，他不惜流泪下跪、一口一声干娘的逼金老太太搬家的精明，都使他成为黄土地上最出色的乡土政治家。为了阻止女儿与少安关系发展，但又不想当面伤女儿的心，他采取釜底抽薪策略，马上叫弟媳给润叶找个婆家，接着又利用多分饲料地一事把少安推上批判台，让其“受点整，灰上一段时间”，充分显示出他的老奸巨滑。这位以大寨为旗帜以陈永贵为榜样，积极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农村政治家，他的一切行为动机、目的都是为了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不切实际、异想天开地炸山打坝造良田，无非是为了搞政绩扬名。当农村推行生产责任制分产到户后，由于失去了特权，没有了甜头，他便立即失去了工作热情，对村民事务、群众利益以至神汉大搞封建迷信活动都不理不睬。尽管他反对改革，消极对抗生产责任制，但他不象他的助手孙玉亭那样幼稚。他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会随着社会形势发展慢慢转变自己的观点和作法，逐步投入社会洪流中去，甚至可以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到县城当包工头发展致富。田福堂毕竟是一个农民，封建传统婚恋观、门第观念以及农民阶级局限，使他坚决反对儿子与寡妇婚事，违背了年轻人生活意愿，从而导致了儿子离家出走而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在经过心灵长期孤独而倔强的徘徊，最终顺应生活大潮，找回了儿子接纳了儿媳，过上了全家安康的生活。

　　冯世宽和周文龙都是在时代洪流中经过撞击、洗涤后逐渐成长成熟起来的领导干部。冯世宽尽管和田福军系同时代的人，但他不象田福军既受过高等教育，又在地区工作过，眼界比较宽。长期的计划指令使他多了一些服从，少了一些思考，对上级政策精神不折不扣执行，其中包括一些不正确、错误的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他及时反省自我，通过读书学习摔掉了一些过时的东西，竭力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当他与田福军的位置戏剧性发生变化后，能坦诚总结过去教训，真诚当好助手。与冯世宽一样犯过极左路线错误的周文龙，虽然年轻有文化（西农工农兵大学生），但其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正值大干快上、阶级斗争盛行的时代，加之他又是一个回乡当农民的新生事物，自然大受媒体关注时局青睐，因此极左思想很严重，以至农业学大寨时采取“武上”过激行为，用麻绳加路线捆绑农民开展工作。作者对他的思想转变，一是放置其在时代洪流中感受冲击进行反思（与张有智共事），再是通过党校集中学习进修来荡涤思想上的尘埃。

　　李向前、田润生两个年轻人，看似孱弱实则刚强。尽管他俩没有金波思想深邃超前，但和他一样情感丰富，为了爱情可以付出一切，在严峻生活面前毫不退缩。双水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划分互助组时，润生庄严面对生活考验，挑起劳动担子。李向前在双腿残废后，主动做饭收拾家务。儿子降生后更加自强自立，谋了一份修鞋的职业。他们在生活的风浪面前虽然痛苦迷茫过，但一个个经受了吹打和考验，成为主宰自己命运之舟的强者。与精明强硬的田福堂不同，大队副支书金俊山则是一个顾全大局的温和型基层干部，做事很注意分寸。炸山打坝动员村户搬迁时，他不满田的强硬做法，采取说服教育让金俊武兄弟主动撤离。当田福堂热心主政村务时，他把心思放在了自家过活上；而当田福堂甩手不管村务时，他又承担起排忧解难的责任，扮演着一个灭火队长的角色。他积极协调校舍，让孩子们搬出了岌岌可危的旧教室（当年炸山打坝把教室震得裂了缝）；及时劝阻分队分红了眼的村民圈分公路上树木，防止“捉奸事件”引起的群殴事态扩大。还有精明强干的二队长金俊武，对侄子金富暴富内幕洞若观火以及弟媳蓄奸忍气吞声的态度，透射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机敏的智慧。

滞后型－－社会生活大潮的落拓者

　　这一类型男性形象看不到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潮航向或者由于一乙私利得不到满足，或消极处世对抗社会，或缺乏进取精神和正确的生活观，随波逐流碌碌无为，甚至沦为人民的罪人。其中典型代表是孙玉亭、张有智、金俊文、王满银等人。

　　孙玉亭这是一个看似聪明实则愚蠢、看似强大实则懦弱的人物形象，他政治上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生活上朝不保夕，得过且过。他的行为处处显示出可笑的聪明、庄严的滑稽。在批斗侄女婿王满银之前，他特意早早为大哥打个招呼，但为了表示他和阶级敌人亲属的界限，却不进大哥家门，远远地在门外喊话搭腔。为了巴结田福堂，同时也想让他贫管会主任不被架空，结束“双水村资产阶级把持教育阵地的历史”，顺便也为侄子少平谋了个民办教师差使后，就径直登堂入室，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坐吃拿要。他深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影响，“革命”立场相当坚定。当公社在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批判阶级敌人时，尽管事实上没有斗争对象，但他还是找个傻子田二充数，以映证毛主席“阶级斗争无处不有”的指示；当侄子少平跑到前地主儿子家为其子孙补课时大为光火，认为他丧失阶级立场；当大侄子少安带领社员签定“生产作业合同”时，立刻激愤异常“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去世，人的胆就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表示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势，主张“把那小子捆起来送到公社去”。即就是历史的车轮驶向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孙玉亭的脑子里仍然布满了成分论，坚决反对女儿的婚事。如果说田福堂的积极革命主要为己谋私利的话，孙玉亭的革命目的则是为了精神上满足与快活。他一旦登上主席台大讲革命道理时，俨然一副革命主将、大队领导人的架势；而一踏进家里立马束手无策，如同生活弃儿。尽管这位革命前辈关心政治时局，经常看报学习，却丝毫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迹象，不理解党的政策方针及其精神实质，不理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内涵，反而梦想集体又要恢复、政策又要变回去。当然，孙玉亭的身上也有其可爱之处。他念过几天书，当过工人，因此有一定的见识。对村里鱼刺事件能很快化解开来，能理解田润生与郝红梅恋爱结合，认为田福堂是封建主义，并且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对集体事业始终一往情深。在大革命中锻炼的组织才能也并非无用武之地，他有板有眼筹划砖厂点火仪式和学校剪彩揭幕式即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张有智则是一个于时代发展中停滞不前的干部形象。这个过去和田福军并肩战斗、务实的县级领导同志，有能力有水平搞好工作。但社会发展、同事升迁却使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萌生，变得庸俗起来。自认为干得再好也已经到头，工作开始敷衍塞责、不思进取，生活中开始养尊处优、好好享受。特别当平调地委组织部长无望时，更是变得牢骚满腹、满腔怨气，工作能推就推，权力不该抓的也抓，最终群众怨气、组织撤职。另一个落拓干部形象高凤阁，尽管作者着墨不多，但其只谋人不谋事的个性特征却是一目了然。因为田福军当专员挤脱了自己就处处与他对着干：利用地委主持《黄原报》连篇累牍发表对生产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文章；暗中鼓动一些不满田福军的人大量制造罪证，掀起“倒田”运动。最终因防汛关键时刻回家为儿子大宴宾朋而落了个撤职查办。被时代洪流抛下生活之舟的还有金俊文。　这是一个没文化没头脑、贪财狭隘的农民。对于弟弟俊武提醒劝告反以为是嫉妒栽赃，最后沦为阶下囚。对生活事业没有明确认识还有游逛成性、随遇而安的王满银（看似思想超前，实则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马国雄徐智功，尽管他们在各自生活道路上暂时得以踽踽而行，但其思想观念停滞落后，如不更新转变，都将成为生活的落拓者。

　　纵观《平凡的世界》中的男性形象，可以看出作者路遥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人生况味的真正了解。作者没有在人格意义上否定任何一个人，也没有按照好坏人的惯常模式将任何一个人逼向恶的极端。无论是老奸巨滑的乡土政治家田福堂，游手好闲的逛鬼王满银，或是愚顽可笑的孙玉亭，憨直粗俗的矿工安锁子，甚至包括傻子田二的身上都或明或暗地闪现出诱人的人性光彩。他们可能在性格、品质、生理上有致命的弱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生活中完整意义上的人。同时，作者将农村生活其间的人们悲哀辛酸同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让严酷的人生荡漾着温馨的人情味。如作为传统伦理感情和人生义务承担者的孙少安，为了弟妹前程不惜自己辍学，同父母弟妹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相濡以沫，为了它少安不惜与新婚妻子反目。这种温暖的人伦之情，透射出作者对农村父老乡亲的爱和理解同情，以及自觉的人性人情观念。再次，在人物命运安排上，透示出作者悲喜交加、苦乐并生的人生观点。正当田福军、孙少安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爱女爱妻却一个撒手西去，一个患了不治之症。正如有人所说，路遥的作品始终透示出淡淡的哀愁。

　　当然，《平凡的世界》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其缺陷、失真之处。如当孙少平提出要处出闯荡、将户口迁移出农村时，有一定文化、思想相对超前的少安“惊得几乎要跳起来”，表示出十分地不理解，而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的父亲孙玉厚反而表示出不凡的豁达和大度，显然不合实际。再者，七十年代后期男女作风问题对政治声誉影响非同一般，而把政治名誉看得很重，革命立场很坚定的孙玉亭，却与“盖满村”王彩娥麻糊在一起，情节安排过于牵强。而游逛成性的二流子王满银在一次偶然的照镜子中，看到自己枯稿面容后，竟大受震动，继而回心转意回家过起安稳日子来，显得过于仓促搪突。同时，在人物描写当中，作者常常急不可耐插入自己的解说和议论，以此代替对人物的客观描绘，或多或少影响了人物形象刻画和性格塑造。尽管如此，《平凡的世界》仍不失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作为不屈奋斗者孙少平和愚顽可笑孙玉亭这两个人物形象，将永远在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放射出耀眼的光彩，启示人们在社会生活大潮中顽强拼搏、冷静思索、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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